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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内内内容摘要容摘要容摘要容摘要：近30年的中国现代诗歌历史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同时
也存在着需要继续反思的一些观念性问题。本文结合近30年新诗史研究的历史与
现状，从历史描述的进化观与诗歌历史生态的多样性、规律的寻找与非规律性历
史样态的复杂性、流派的整体观与个体独特性、诗学阐释与文本解读的离合、诗
化的心灵史与艺术化的诗史五个方面，评析了现代诗歌史研究的成绩以及现代诗
歌研究观念上值得反思的问题。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中国现代诗歌；研究；反思 

 

    在我们回顾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30年的历史经验之际，巡检与反思近30
年来中国现代诗歌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评述现代诗歌史研究的历史经验与存在
的问题，探讨中国现代诗歌研究观念的调整与新诗诗学建构的有关话题，无疑对
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的某些特征，具有互通性意义。 

 

一、历史描述的进化观与诗歌历史生态的多样性 

 

    受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念的影响，中国现代诗歌历史多被描述为不断进步与发
展的历史。在50年代至70年代，基本上以阶级论、政治性作为鉴别诗人与诗歌创
作是否进步的标杆。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
学史》[①]中，出现在目录上作重点评述的诗人与作品包括：20年代的郭沫若、
闻一多，30年代的蒋光赤、柔石、胡也频、中国诗歌会、臧克家， 40年代的艾
青、工农兵群众诗歌创作、《王贵与李香香》与《漳河水》、《马凡陀的山
歌》。该文学史中对其他诗人及其创作的介绍大都是批判性的。比如对新月派的
介绍，20年代“创作上发生过一定影响的，还有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的文学流
派，新月社早期曾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表现过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反军阀统治的
愿望，但也同时流露了浓重的唯美、感伤和神秘倾向；后期则趋于没落反动。”
在30年代，关于戴望舒的评价，“早期诗篇写的多是一些低沉酸辛的回忆，对生
活的寂寞和厌倦。”“抗日战争爆发，民族解放的声音惊醒了他的梦”，“大多
数诗人都接受了教育，不同程度地迈着前进的步伐。戴望舒也是其中的一个。”
[②]无论是对诗歌流派的变化，还是对诗人创作道路的评价，都是按照阶级论或
思想进化论的观点来描述的。 

    从8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诗歌历史的观念逐步接受了现代性观念的影响。中
国现代诗歌历史成了沿着现代性道路发展进化的历史。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
文学三十年》把现代性作为描述现代文学历史面貌的贯穿性线索。他们认为“文
学的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
代化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国的现代化所具有的历史特点，都对三十年的现代文
学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③]。在近十多年来有关现代性文学历史的描述中，又
主要对应的是思想文化意义层面的启蒙现代性。这个启蒙现代性的参照当然是西
方现代性思想文化价值尺度。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从五四开始，总体
上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全面反省与批判基础上
的。90年代末期出版的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是第一部较系统完整地阐
述中国现代诗歌演变史的诗歌史论著作。该著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在现代化发展进
程中，“经过草创——奠基——拓展——普及与深化四个发展阶段”[④]。 

    进化论文学史观是五四新文学发生期的重要理论资源。胡适倡导的白话新诗



运动的理论资源就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历史进化观的阐释之上的。胡
适声称他所主张的文学革命的根据是“历史的文学观念”。他认为“文学者，随
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
今人之文学”；文学发展 “因时进化，不能自止”[⑤]。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代
人大都把新旧文学的替代看做是文学进化的必然结果。周作人认为中国新文学只
有逐步进化发达，“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学说思想，逐层通过”，才能最终赶上
“现代世界的思潮”[⑥]。沈雁冰也强调中国新文学虽然仍步西方的后尘，但急
不得，要一步步来补课，因为“进化的次序不是一步可以上天的”[⑦]。当时，
进化论是五四文学革命强大的推进器，新文学倡导者的共同努力，就是要建立中
国文学的新秩序与新形态，取代中国文学旧规范与旧形态。这样一个理想价值的
设定，决定了他们对中国诗歌历史和中国新诗历史的最初描述。温儒敏认为进化
论的文学史观，“在当时的确很有进步的作用。但是进化的文学史观受决定论和
目的论的约束，所描述的文学演进的线条难免过于简单，并不能细致而充分地说
明文学史上某些看似偶然的不合演进‘规律’的现象。”[⑧]早在1935年，朱自
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就将第一个十年新诗分为自由诗派、新格
律诗派、象征诗派。后来又在《新诗杂话》中说：这三派诗，“一派比一派
强……新诗是在进步的”。其实，象征派诗的出现与影响并不比新格律派诗晚，
象征派诗也不比新格律诗就一定进步。朱自清关于早期新诗的观念，自然较明显
地受到了五四文学运动期间文学进化论的影响。而后继的新诗历史描述差不多是
沿袭了文学史的进化论观点。 

    事实上中国现代诗歌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多向探索的道路上行进的，它行进
的轨迹并不是线性的进化与发展。五四白话运动之初新诗尝试就是多向性探索。
胡适倡导的是白话语体加自由的诗体，俞平伯的新诗尝试的是半白话半文言加古
代词曲体的改制，周作人的散文化诗风仿效的是西方象征主义的写法，还有刘半
农的民间歌谣体的实践，虽然都是白话新诗派，但是很难用统一的形态特征来完
全概括他们的特征。其后，郭沫若的自由体较多地沿袭改造了胡适自由诗体式，
闻一多对俞平伯的半古典诗风多有推进，李金发的现代诗歌体现的与周作人是同
一路向。在第一个十年，中国新诗就留下了多元形态的建构轨迹，不是简单的一
个比一个进步的问题。在30年代中国诗歌有普罗诗歌与现代派诗歌并行的诗潮涌
动，40年代有大众化诗歌与九叶派诗歌在不同区域的呈现。直到70、80年代之交
的朦胧派诗人与归来诗人的新时期弄潮，再至90年代以来各路先锋诗歌的竟放异
彩。中国现代诗歌构成了一个复杂丰富、多样多姿的历史形态。其中有进化发
展，有倒退变异，在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纠结中，有倾向于坚守传统的经典，有主
张借鉴西化的硕果，20世纪的中国诗歌处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现代诗歌观念与现代
诗歌形式的建构中。 

    在90年代以后的诗歌研究中，出现了突破进化的诗歌历史观念的某些转变。
像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就坚持了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而不是进
化的过程中，突出问题的探索，审视新诗的历史嬗变过程。正如作者在该著的导
言里所表述的：“不是要‘锁定’历史，把‘尝试’的文本正典化，堵塞继续探
索的可能，而是想开放探求的过程，观察解构与建构的矛盾，梳理凝聚的素质，
反思存在的问题，呼唤艺术的自觉”。作者还认为，“与其把一种未完成的探索
历史化，不如从基本的问题出发，回到‘尝试’的过程，梳理它与现代语境、现
代语言的复杂纠缠”[⑨]。比如对新月诗形构的贡献，现代派对诗质的探索，十
七年郭小川政治抒情诗的解剖，90年代诗歌价值评价等，都是具有诗学问题意识
的深入阐释。他没有把整体规律的总结，与历史的链接放在主要位置，而在是思
考问题中阐述历史，探究新诗的诗质性问题。 

    我们在总体把握新诗历史潮流中，要看到诗歌历史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从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多样性出发描述历史。不能锁定历史，应该敞开历史，
把历史研究放在开放多元的过程中考察。 

 

二、规律的寻找与非规律性历史样态的复杂性 

 

    我们文学史的研究具有很鲜明的历史设定与现实预期。按照文学性质的设定
与文学史意识形态的学科属性，对文学史研究对象的勘察与研究价值的鉴定带有



鲜明的目的性。新中国建立后的左翼文学观念主导影响下的文学史书写与诗歌观
念大行其道；80年代中期之后到90年代，现代性价值主导趋向下的现代主义诗歌
研究形成热潮；世纪之交后现代语境中形成的90年代以来的先锋诗歌研究，近些
年来复兴传统文化思潮中的旧体诗研究，都明显具有不同程度的观念预设性。我
们并不否认文学历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特点。但是，我们
如果能够自觉地突破文学史研究观念的预设性，就可能更多地发现历史的真实
性、丰富性、多样性。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文学史与新诗史，就是一部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历
史，新诗历史就是一部记录中国人民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像
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就是被批判的对象，40年代的九叶派诗歌几乎没有出现
在任何一部文学史与诗歌研究的著作中。当我们完成了正本清源的历史抒写后，
长期被忽略的现代主义诗歌成了被追捧的经典。由于文革后政治厌恶情结的支
配，又形成了对政治抒情诗或传统的主流现实主义诗歌的漠视。这样一种诗歌观
念在较大程度上又直接导致了90年代以来诗歌创作转向凡俗生活、走向诗人内心
世界的主导倾向，诗歌开始较严重地脱离现实生活主流，脱离思想文化主流。近
些年来的诗歌历史的抒写与诗歌研究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观念，包括对左翼诗
歌、大众化诗歌以及现实主义诗歌的观念都在现代性的观念转向中，发生了一种
新的价值偏离。像20世纪的政治抒情诗中，就有一批具有现代思想品格与现代审
美品格，又具有宏大气概与感人力量的优秀作品。只要我们重温郭沫若的《凤凰
涅槃》、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阿垅的《纤夫》、贺敬之的《回延
安》、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北岛的
《回答》、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舒婷的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政治抒情诗，我们大都会被诗歌厚重的历史精神与
人文情怀深深打动，这些诗歌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时代精神印痕，又具有那
个年代独特的政治抒情诗韵味。我们关于政治抒情诗的观念（还有大众化诗歌
等）仍然没有超越诗歌观念的历史预设，这是我们现代诗歌观念重构中应该继续
反思的没有解决的问题。 

    当文学史的观照由对主流叙事（启蒙、革命、民族、大众、阶级）转向被长
期抑制或忽略的非主流叙事、日常的生活叙事与审美叙事时，我们不能将主流叙
事与非主流叙事对立起来，由一个偏向转向另一个偏向。近些年来，受海外汉学
的影响，现代文学史与现代诗歌研究形成了一股消解主流文学价值观的思潮，非
主流叙事、日常生活叙事的文学观念成为了影响一代青年学者的文学史价值观。 

    有学者指出：海外汉学有西方的学术谱系，有它自身的学术背景，对汉学的
盲目崇拜的心态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⑩]。中国现代文学有中国文学一贯性的
传统与自身变异，并不是完全接受西方现代性思潮影响而突然、全面转型的。我
们引入现代性、后现代性概念不能忽略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社会文化学术语境，不
能忽略现代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和创造性。美国汉学家王德威曾提出“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发现现代性在晚清就产生了，他的“压抑的现代性”观点，颠覆了
以往过于强调的五四传统，也模糊了从晚清到五四的历史界限。当“压抑的现代
性”话题成为时髦后，就更加偏执地推进了对晚清现代性问题的过度性阐释，进
一步消解了五四文学的历史意义。现代性视角打破了多年来人们习惯的一元论文
学史图景，但是现代性的理论向度被无休止地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
性”。我们应该深入辨析不同文学史观念的文化语境与时代语境。 

    我们不能把现代性绝对化与本质化，不能把它作为剪裁中国文学独特性与丰
富性的唯一价值尺度。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表明，不是外国传统决定着现代作
家，而是我们现代作家以自己的方式把握外国传统。否则，会造成研究对象和研
究主体被现代性所异化的结局。90年代以来，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现代性调整与
变更，推动了文学史不断改写的进程。然而，现代性理论方法的过热，导致了鲜
活的文学生态的被怠慢。研究者往往急于对丰富的文学现象表态或给与理论命
名，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体系出现了严重的标准化、规范化、模式化问题。我们从
学术研究的知识论看，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严重存在着偏离原型信念、模型信念
问题。原型信念强调的感性认知活动被忽略；模型信念中的研究范式选择，违背
与研究对象的契合性与有效性原则，生搬硬套西方文学或文化研究范式，把工具
模型的实践作为了研究本身，方法上是新的，却缺少新的问题的发现与新的知识



创造。 

    我们的诗歌史研究可以说长时间没走出既定的历史问题考察的经验模式，把
诗歌的新旧形态，历史的进化形态，二元对立的文学观作为了诗歌史描述的基本
观念。白话与文言、古典与现代、 自由与格律、大众化与纯诗化等大都是在主
体经验的支配下形成的研究范式，规律性的总结在很大层面上简单化了诗歌丰富
复杂的本真形态。从1935年“新文学大系”开始，到建国后的各种现代文学史、
诗歌史，都没有超越观念的设定模式。 

    近年来新诗研究在这个方面有了可喜的突破。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
诗的发生》[⑪]，从传播学的角度立论，阐述外部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了新诗的发
生：包括新诗集的出版传播，读者的阅读接受，新诗的批评导向等，努力还原新
诗发生的原初现场与复杂的生存语境。刘进才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
[⑫]，虽然不是一部诗歌研究的著作，但是涉及到的文学史观点是颇富有启发性
的。他从晚清以来的语言运动、国文教育来探讨现代白话文学运动的发生、发
展，考察语言运动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打破了单纯从文学革命、白话文学运动谈
新文学的文学史观念，也突破了文言与白话的二元价值论，他把现代语言运动与
民族国家想象、建构联系起来考察；把汉语地位的确立与晚清废除汉字的讨论，
大众语、拉丁化的提倡，西方传教士翻译语体带来的异域资源，民间语言资源、
方言文学运动等联系起来探究，阐述了现代白话文学的建构是多方面历史作用的
结果。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⑬]十分重视当代诗歌
的复杂“生成”机制。有关“‘经典’的选定和确立”、“新诗道路的选择”、
“诗人的类型”、“诗歌的形态”、诗歌的“发表方式”与“阅读方式”等话题
的论述，具体探讨了各种制度性因素如何显在或潜在地规约了当代诗歌的形态特
征和历史进程。上述著作体现的多元诗歌史观念与文学史观，是对概念化的理论
预期性研究观念的超越。 

    文学规律性研究与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本质规定性，但是不
可以先入为主，用主观先验性控导规律性，用理论的先期预设规范或扭曲真实
性。在规律性的探究中，我们应该充分看到大量的非规律性的文学史与诗歌史现
象、非本质现象，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更加深入地揭示文学的丰富历史特
征，接近文学历史的真实。 

 

三、流派的整体观与个体独特性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研究与现代文学社团现象密切相关，特别是描述现代诗歌
历史或者研究现代诗歌，重视现代诗歌流派研究几乎达成了共识。现实主义、现
代主义、浪漫主义诗潮研究，也大多从流派出发；诗歌其他问题研究也多以流派
为阐释对象开展。这样的诗歌历史观中的流派意识在集中发现问题的共性与规律
时，较大程度上遮蔽了诗歌群体的复杂性与流派中诗人个体的多样性。如：文学
研究会诗人、现代派诗人、新月派诗人、朦胧派诗人、新生代诗人，女性诗歌、
90年代诗人、中间代诗人、新世纪诗歌等，每一个概念差不多概括的都是一个庞
大复杂的群体，事实上这些流派或群体又是很难用几个诗学原则或规律特征来准
确定论的。流派意识把诗歌的历史真实样态较多的模糊化、简单化了。比如20年
代的象征派诗歌，虽然象征派诗人皆仿效法国象征主义，但是冯乃超、王独清诗
歌的象征色彩明显比李金发的诗歌更多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与趣味。同是30年代
的现代派诗人，废名的现代禅诗与戴望舒的象征抒情诗几乎是不同路数；就是40
年代的九叶派诗群中的两位女诗人，郑敏的诗比陈敬容的诗更倾向于知性的体
验。80年代的朦胧诗，北岛的浑沉思考与舒婷的感伤抒情更是相异其趣。 

    在单个的流派研究中，我们往往能够较全面细致地辨析流派成员创作的个性
特征，每当我们把社团、流派纳入到文学史的书写或者其他问题的研究时，就往
往忽略了流派群体创作的差异性与个别特殊性。有的研究缺少对研究对象的历史
考察，较多沿袭了已有的研究成果或文学史定论；有的研究是从自己设定的概念
或观点出发，只采取对自己的立论有用的材料，有意地避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舍弃研究对象与立论相悖的材料，这样一种有违学理的学术态度与方法在我们的
学术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存在。 

    在我们考察现代诗歌的流派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流派的诗学主张与创



作倾向的不断变化，一个诗人创作道路的不断变化。这样两个变化往往是相关联
的。像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诗歌由早期浪漫抒情，转向后期象征主义的人生体验
与现实反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新月派后期的创作倾向。可是我们的文学史的叙
述对徐志摩与新月派的抒写大多还是停留在早期阶段的经验性认识与规律性的总
结上。30年代现代派诗群也是出现了前后期的鲜明转向。戴望舒的早期诗歌多是
象征的抒情，中国古典主义的美学趣味是非常明显的。从《我的记忆》开始，告
别“雨巷”情绪与趣味，开始学习后期象征主义，逐步转向了内心体验与智性表
达，写出了像《我思想》、《夜蛾》、《寂寞》、《赠克木》等诗篇（当然到了
40年代初期，戴望舒的诗歌又有了新的变化）。现代派后期差不多走的是一条西
方后期象征主义的道路，最有代表性的是卞之琳。 

    如何在诗歌的流派研究框架内阐释诗歌的历史变迁，总结诗歌的规律特征，
又不为诗歌的流派观念锁定自己的视野，不对流派复杂性作简单的定型，我们在
许霆的诗歌研究新著《旋转飞升的陀螺：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中看到了
他难能可贵的学术努力。比如他在讨论新月派诗的建行艺术时，看到了闻一多与
徐志摩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主要植根于内在抒情的抒情方式，但也体现在外
在的声韵节奏上。这也说明，新格律诗创作可以有多种风格，格律不会把诗人的
个性完全泯灭，新月诗人提供了现代格律诗发展的无限空间。”[⑭]他认为新月
派诗人的格律运用有三种类型：闻一多的节的匀称与句的均齐、徐志摩的音节的
匀整与流动，朱湘的行的独立与行的匀配。他在总结新月派的格律体抒情长诗
时，细致阐述了孙大雨的格律抒情长诗、朱湘的格律叙事长诗、李唯建的抒情十
四行长诗的不同体式探索特征。在象征派诗的考察中，突出了李金发的纯诗体实
践与穆木天、王独清的“诗的思维术”的不完全对应性。在40年代的九叶派诗体
的探究中，分别出杭育赫的抒情体长诗、穆旦的诗剧体长诗、唐湜的史诗体长诗
的不同诗体差异。这部中国现代诗歌史体式的专题性研究，突破了传统诗歌流派
的研究观念，给了我们诗歌史研究的新启示。当然也存在没有完全超越传统流派
论观念局限的地方，像七月派诗歌诗体研究。这样的突破是与作者20多年长期关
注新诗形式本体研究与诗学理论分不开的。对传统流派观念的超越只有建立在对
流派创作及其研究历史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可能达到。 

    现代文学史和现代诗歌史的流派意识的形成，是有历史的原因的。首先是文
学的活动带有较鲜明的同人倾向，容易形成共同的文学理想与审美趣味，提供了
文学史经验总结的最有效的途径。从3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开
始，就出现了按照社团流派分类结集的诗史抒写模式，建国后的文学史基本上承
袭了它的流派观念。我们的文学史比较多地是关注主流话语与宏大的叙事，社团
流派的话语经验容易形成公众的影响，非主流、小叙事、个体叙事一向是不受文
学史关注的对象。文学史先验性的理论预设，简单化的功利性的学术态度，都影
响了文学史流派观念模式的形成。 

    文学史的流派社团研究是有意义的，流派的文学史意识也是有意义的，它可
以有效地帮助我们总结文学的经验或规律。但是它较多地遮蔽了诗歌历史的丰富
性与复杂性。我们这里提倡的是要突破传统的文学史与诗歌史的流派研究观念，
要有超越流派的意识，从流派的共性中寻找发现差异性与独特性，为诗歌研究开
拓新的学术局面。 

 

四、诗学阐释与文本解读的离合 

 

    诗歌史研究中体现的诗学观念应该源于诗人诗学主张、诗歌文本、诗歌运动
等方面的考察与阐释。我们的现代诗歌史研究，比较多的源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
概念、西方诗学理论范畴。像“血和泪的歌吟”、“浪漫的感伤主义”、“新道
德的象征”、“青春人格的展示”、“主情主义的确立”、“自我表现的深化”
等，成了某些著作对现代诗歌第一个十年流派进行阐述的关键词，我们若用这样
一些概念来描述小说或整个文学史时，会与诗歌有什么不同呢？这样一些类型
化、伦理属性的概念，很难准确揭示中国现代诗歌的本体形态与审美特征。到了
近些年，我们的诗潮研究中，又出现了诸如“实与虚”、“抽象与具象”、“有
我与无我”等概念，似乎像是在讨论哲学问题。尽管从一个概念看不出所要论述
问题的内涵，但是这些关键词却不能突出诗学本体的特征，这不能不说我们越来



越远离了诗歌。 

    还有的概念的命名从一开始出现在诗歌史中后，似乎就获得了话语认定权，
后续的诗歌史很少去质疑或者改换这样一些既定的概念。比如，当代诗歌史中出
现的朦胧派诗、归来派诗、西部诗、新生代诗、个性化写作、女性诗歌、先锋
诗、后先锋诗、中间代诗人、学院派诗、民间写作、新世纪诗歌等等，这样一些
描述80年代以来诗歌历史的流行概念，有各自特定的属性，但是我们对它们的诗
学内涵的界定与讨论是很不够的，而且这一些概念基本上都看不出诗歌本体特
性，差不多是诗歌的代际命名或者类属指称。还有的同一个群体类型，有着众多
不一的名称，像新生代就有第三代、后朦胧诗、后先锋诗等的命名。近些年来，
文学史研究中的提口号，树旗帜，标榜主义，注册话语商标权的现象此起彼伏，
标新立异的思潮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推动中可谓方兴未艾。我们迫切需要建
立自己的文学史或诗歌史的概念与话语，然而我们应该从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察
中，从诗歌文本的阐释中，从与研究对象的对话中，提炼出独到的具有诗学理论
意义或内涵的话语或概念范畴。进入新的世纪后，西方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话语
成为了我们研究现当代诗歌与现当代文学的理论参照，诸如“狂欢化”、“肉身
化”、“欲望”、“反讽”、“祛魅”、“生态叙事”、“零度叙事”等概念，
构成了我们新诗研究的关键词。中国当代社会的经济转型带来的大众化文化变
迁，是有与西方后现代社会文化相通的某些共性特征的，但是中国社会制度的现
实语境与文化的历史传承，决定了我们当下诗歌与文学的选择不能不鲜明地具有
民族的自我特质，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话语，是不能准确揭示中国当代诗歌或文
学形态本质特征的。 

    不论是对传统理论话语的沿袭，还是对西方现代话语的盲从，都是我们现代
诗歌历史观念中主体意识退化的表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与诗学研究，的确存在
着缺少研究主体建构诗学观念的理论创造力，我们似乎还没有寻找到建构自己诗
歌历史的理论依据，现当代诗歌史研究基本上还处在一个缺乏自己理论体系的摸
索阶段。对西方诗学理论的借鉴，无疑是我们建构中国现代诗学或诗歌历史的宝
贵资源，但我们的借鉴不是生搬硬套，是为我所用的择取，是符合自我、融入自
我、创生自我的转化。当前我们新诗的阐释，新诗历史的建构，更多地应该从文
本研究出发，在中西传统理论资源的参照中，努力提炼出符合现代中国诗歌历史
的理论范畴、诗学概念。在为现代中国新诗理论原创体系建构的努力中，潘颂德
的《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⑮]，较早地系统收集与梳理了中国现代诗歌理
论与诗歌批评史料，从诗人与诗歌理论的批评中归纳与提炼了一些诗歌的概念与
范畴，为现代诗歌史与现代诗学的深入研究，做了较扎实的基础铺垫工作。孙玉
石的《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⑯]，深入考察了朱自清、闻一多、朱光
潜、废名、袁可嘉等人的解诗理论与实践，提出了现代解诗学的基本理论范畴。
在对个体诗人的研究中，江弱水的《卞之琳诗艺研究》[⑰]从文本的细读与剖析
中总结出一系列具有诗学本体特性的概念。如在有关“句法与章法”、“韵式与
体式”的研究中，提炼出“跨行与复辞”、“首尾圆合法”、“上下钩挑法”、 
“吟调与诵调”、“参差均衡律”、“谐音与拟声”、“无韵的格律诗”等，这
样一些指涉诗歌艺术规律的关键词，它们能够帮助读者进入诗歌本体世界，体现
了与传统诗学理念紧密联系，包含了对西方诗歌特质的某些规律性认识。我们需
要这样的从诗歌的审美感性出发，从诗歌文本剖析研究中建立起来的诗歌研究话
语范畴或体系。 

文学史的叙述历来就有一个诗史与诗识的关系问题，历史由谁来叙述？在什么层
面上被叙述？在何种程度上被叙述？历史存在与历史叙述是不一样的。历史从来
就是一个被描述的历史，诗歌历史只有在不断的阐释中才有新的发现、新的生
机，没有凝固不变的历史。我们应该有对历史叙述质疑的意识，反思的意识，经
典从来就是在不断被阐释、被丰富的过程中显示它不朽价值的。我们今天的研
究，应该更多地突出诗歌研究主体意识，诗歌历史的学理建构意识。 

    当前功利化的学术体制，较多地干扰了我们的学术研究。在文学史与诗歌史
研究中，除了忽视文本的细读外，越来越较明显地出现了忽略诗歌历史资料细致
考察的倾向。近几年来刘福春的诗歌史料研究具有学术纠偏的意义。他的《新诗
纪事》、《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⑱]，弥补了新诗史研究忽略
史料研究这方面的严重缺憾。作者采用的编年史形式，好像是一些史料的历时性



展示，实则体现了对诗歌历史变化轨迹的鲜明呈现。正如作者在《新诗纪事》的
“说明”中所言：“资料取舍的原则是既要忠实于历史又要有新的发现，尽可能
地展现当时的历史的风貌和上一世纪新诗创作的成就，勾划出新诗演变的曲折轨
迹，还原其原本的丰富与复杂”。有文章认为：“它们不同那种‘评价’式的、
目的论的新诗史写作，对历史‘细节’和史料本身的看重，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
一个方向。”[⑲] 
    我们的诗歌历史的研究，需要的是注重从历史出发，从诗歌文本出发，树立
诗歌研究的自我意识，当下意识，在传统与西方理论的有效借鉴中，在诗歌历史
文献的细致辨析中，创建出适应中国现代诗歌史的诗学概念与研究话语体系。 

 

五、诗化的心灵史与艺术化的诗史 

 

    现代诗歌历史研究与现代文学史研究一样，经历着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不
断转换与困扰。一部诗歌历史，可以是一部诗化的人类心灵史或思想史，或者心
灵化的诗歌史；诗歌是诗人心灵深处的情感抒写与人生经验的形象表达，它的发
生与表现以及影响，不仅仅就在文学的审美层面或艺术的功用上。诗歌历史的抒
写注重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心灵诗学的观照是情理之中的。正如程光炜在《中
国当代诗歌史》中提出的那样：“如果把当代诗歌史同时也看做一部形象生动的
当代思想文化史，似乎更能给人以某种启示”；“如果离开了对当代中国这一政
治、经济和文化现状的深入考察，就不能说真正‘进入’了当代文学；如果忽略
了对各种文艺运动思想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认识，很难说能够透彻了解这一时期诗
歌的主题、题材、艺术形式和审美情趣，以及它的历史发展面貌”[⑳]。作者在
对当代中国诗歌历史的描述与论析中，以文学史家的开阔眼光，细心辨析文艺与
政治制度、诗歌与文化论争，诗人与社会运动、新潮诗与时代变革、作者心态与
读者观念等之间的关系。突出地体现了对诗歌史研究的外部历史文化因素与诗人
心灵史的关注，深刻地揭示了影响当代诗歌生成变化的历史境遇的复杂性。 

    当我们把对诗歌历史的审视转向诗歌的艺术世界时，诗歌形式的内部要素就
成为了我们关心的主要目标。我们曾经受西方新批评或形式主义诗学的影响，在
80、90年代之交诗歌的内部研究形成过主导性思潮，一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研
究著作在90年代与世纪之初的出现就是这种转向的成果。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中
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诗歌潮流而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比较多的倡导纯艺术化
的艺术原则，更加注重诗歌形式的探索。现代主义诗歌史研究的突出成果，是对
50年代以来长期忽略诗歌形式研究的一个历史纠正。当9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的海
外汉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主导时，文学与诗歌的外部研究又成为了主流
性思潮。近十多年来海外汉学较多从社会学、伦理学、哲学、传播学、人类文化
学等诸多层面阐释文学问题，海外汉学的研究观念与方法较广泛地影响了我们的
现代文学研究。研究文学与诗歌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
但是我们对诗歌史或文学史的阐述是可以相对区分或者有所选择的。作为诗歌历
史的叙述，是离不开诗歌生成演变的历史语境描述的，历史是包含了政治、经
济、文化的历史，诗歌与文学也是构成历史的有机成分。我们如何在人类历史的
共同形态中，发现我们文学自身生成的历史独特性，寻求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属
性的区别，比如哲学、宗教、伦理学等的不同。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在一般历史事
件的综合语境中，凸显出作为诗歌或者文学历史的本质特性，这个特性只能是诗
歌与文学的审美属性或艺术形式素质。长期以来，我们熟悉的是社会历史批评的
观念或意识形态论的一般方法，对审美的诗歌史或文学史的描述不是那么熟悉，
因此我们的诗歌史、文学史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传统的历史叙述模式，没有建立起
具有诗学本体意义的诗歌史的叙述模式。近十多年来，我们的诗歌研究中出现了
一批关注诗歌本体问题研究的成果。像张桃洲的《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
话语研究》[21]，对新时期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诗性特征探讨；王珂的《百年新诗
诗体建设研究》[22],对中国现当代诗歌诗体嬗变及其特征的考察；许霆的《中
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23]对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梳理与辨析；孙玉石的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24]，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及其艺术实践的历史
透视；陈旭光的《中西诗学的会通》[25]对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形态形成与实践的
研究；还有本人的《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26]对现代诗歌意象诗学以及意象艺



术史的阐述等，形成了不同侧面的现代诗歌史的本体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是远
远不够的。中国现代诗歌历史与中国现代诗学中的众多本体性问题都没有被系统
与深入的涉及。像中国现代诗歌体式包括的自由式、格律式、散文化的各种体式
问题，诗歌语言包含的语体、语像、语感问题，诗歌节奏包括的音韵、音节、内
在节奏问题，诗歌的翻译、诗歌的时间、诗歌的叙事、诗歌的戏剧化等等问题，
都是我们必须深入解决的诗歌形式问题或诗学理论问题。这样一些决定诗歌为诗
歌的本体问题是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深入研究的，只有这些问题得到了较基本的
认识与深入阐述，中国现代诗歌历史的抒写就较充分地具备了大致完备的诗学基
础。近30年来我们的中国现代诗歌史研究成绩不容忽视，然而我们的任务还很艰
巨，还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突破，我们的新诗史研究可以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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